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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依据现存者汈编钟的尺寸、铭文排列方式及音律组合，可以推定其钮钟应是两组各10
—12件的编列形式，同时搭配镈钟若干。这种乐钟组合是战国早期之后逐渐盛行的新的编列方式，不
见于春秋晚期阶段。因此，者汈编钟铭文内“唯越十有九年”当是指越王翳十九年（公元前393年），而
非春秋晚期的勾践十九年（公元前478年）。者汈编钟是目前所见较为完整的越国王室乐器，通过进一
步与江苏无锡鸿山、浙江海盐黄家山、长兴鼻子山、余杭崇贤战国墓等越国土墩墓所出乐器的比较可
以发现，越国的乐钟制度可能存在“二分现象”，即越国王室仍效仿楚制使用青铜编钟，而普通贵族则
多使用青瓷或硬陶编钟，无法演奏，编列上亦缺乏制度约束。所以，器主者汈也应在此年代、文化背景
下去判断其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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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汈编钟是周代贵族者汈所铸造的一组实
用乐钟，在钟体铭文内有“唯越十有九年”的明确
纪年，故可以断定应属越国之器。那么，对其年
代、组合与音律的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深入了解
越国的青铜乐制问题。
一、者汈编钟的发现与年代争议
由于并非是科学发掘品，者汈编钟现多流散海
外，组合残缺。目前仅见13件，包括镈钟1件，现藏
苏州博物馆；钮钟12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以下
简称“故宫”，1件）、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1
件）、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以下简称“泉屋”，2件）
和日本神户东畑谦三氏处（8件）。日本学者浅原达
郎曾撰有《者汈钟》一文，详细介绍了这些编钟在诸
藏家手中的流转和著录情况［1］，可兹参考。
关于该组编钟的年代，由于在位年数达19年
的越王仅有勾践、朱句和翳三位［2］，所以学者们也
多从此三王立论，依据对编钟铭文的释读，形成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勾践十九年说”，
容庚、饶宗颐、陈梦家、罗泰、曹锦炎与浅原达郎
等先生皆主张此说，当然对于器主又有勾践之子
“与夷”（鹿郢、鼫于、適郢、者旨于睗）或者勾践之
臣“诸稽郢”（诸稽、柘稽）等不同看法［3］。二是“王
翳十九年说”，郭沫若先生最早提出“者汈”当读
为“诸咎”，是越王翳之子，所以铭文中的王应指
越王翳［4］。近来董珊先生又提出“者汈”可能是《纪
年》中所提到的越大夫“寺區”，而该钟铭是越王
翳十九年对大夫寺區的训诰［5］。
但依据现有的越国年代体系，勾践十九年是
公元前478年，属春秋晚期阶段，而越王翳十九年
是公元前 393年，属战国早期晚段［6］，两者相距近
百年之久，这种差别在铜器断代上显然是无法被
搁置或模糊处理的。而正如董珊先生所言：“者汈
钟铭是一种美术化的字体，笔画多方委曲，不容易
准确隶定。所谓‘汈’字的右旁，已经有‘弓’‘尸’
‘刀’‘人’等多种释法，以现有的文字学研究水平
来看，还不能肯定到底哪种是对的。”所以，目前单
纯依靠释读文字资料恐怕是无法断定该组编钟的
年代和器主的。
不过，幸得于考古资料的积累，迄今为止学
界业已发现了众多隶属于这两个时期的完整编
钟，从而对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乐钟制度有了
较为清晰的认识［7］，并能够揭示出他们之间显著
的制度性差异。因此，可以从乐钟制度的角度出
发，通过考察现存者汈编钟的尺寸、铭文排列方
式与音律，来尝试复原其本来的编列组合，再与已
有的编钟资料相互比较，来探讨这一乐钟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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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出现的时代，进而推知者汈编钟的铸造年代。
同时，者汈编钟又是目前确知的越国青铜乐
器，如将其与江苏无锡鸿山［8］、浙江海盐黄家山［9］、
长兴鼻子山［10］、余杭崇贤战国墓［11］等土墩墓所出
土的其他越国编钟相比照，显然能够帮助分析越
国乐制中可能存在的“二分现象”，从而为判断者
汈的身份提供新的线索。
二、者汈编钟的组合复原
下文将分别从者汈编钟的尺寸、铭文排列方
式与音律组合来探讨其本来的编列形式。
1.编钟尺寸
周代乐钟依靠振动发音，所以编钟尺寸与设
计音高息息相关［12］。为追求音律的和谐，周代乐
工常将编钟铸造成尺寸递减的形制，并辅以精细
的锉磨调音，以便演奏出高低不同的音阶。这一
规律自西周以来便逐渐形成，如西周中期的曲村
晋侯墓地M9中所出 4件一组的甬钟通高分别为
35.8、34.0、32.2、30.6厘米，间距基本在1.8厘米左
右［13］。而春秋战国之后，随着乐律的发展，这种现
象更趋普遍和严格，以南方地区春秋中晚期至战
国早期的五组代表性钮钟为例（表一）［14］。
由表一可知，各组编钟的通高间差基本在 1
～3厘米之间，尺寸递减的趋势一目了然，未出现
一例编钟通高数据完全相同的情况，而他们的音
高也自然呈现出相应的差别，这种设计原则在甬
钟、镈钟上也同样十分明显。由此，再来看者汈编
钟的尺寸数据（表二）［15］。可以发现，在现存者汈编
钟内，泉屋大钟与上博藏钟、T3与T4、T5与T6、T7
与T8诸钟的尺寸是基本相同的，虽然铣长、钮高、
铣间等数据仍略有差异，但基本在 1～3毫米之
间，这对于先秦时期的铸造技术来说应是可以接
受的误差。这一点，高桥准二氏在其《者汈钟の的
音高测定》一文中早已指出［16］，而且下文中还将
看到这几组乐钟的铭文排列方式亦是完全相同，
所以，这几组编钟在尺寸设计时便是等大的。根
据上举同套编钟尺寸依次递减的原则，也即是
说，他们应分别属于两套相同尺寸的钮钟序列
（每一序列内尺寸又依次递减）。
那么，从通高数据来看，目前最大的泉屋大
钟为25.7厘米，最小的T7、T8钟为13.5厘米，相差
编钟
河南新郑K1B
河南下寺M1
河南固始侯古堆
河南和尚岭M2
河南徐家岭M10
通高
27.15
21.5
21
23.6
21.5
26.40
21.0
20.5
22.2
20.5
24.9
18.8
19.25
22
19
230
17.5
17.6
21
18
21.8
15.8
17.7
19.8
16.8
19
14.1
16.25
18
16
18.45
13.7
14.6
16.2
15
18.6
12.98
13.4
14
14.7
16.10
11.75
12.16
13.5
13.8
14.10
注：郑国夹处楚、晋之间，乐钟制度对于南方地区具有显著的影响，故亦备列于此。
表一//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年部分出土钮钟通高数据表（单位：厘米）
通高
铣长
钮高
钲长
铣间
鼓间
舞修
舞广
泉屋
大钟
25.7
19.7
5.9
17.0
15.6
11.5
14.2
10.2
上博
藏钟
25.3
19.5
6.6
16.8
15.9
12.0
14.2
10.1
故宫
藏钟
18.8
14.7
4.0
12.3
10.5
6.7
9.5
6.2
泉屋
小钟
18.5
14.7
残
12.1
10.8
7.4
9.2
6.4
东畑谦三所藏
T1
18.5
14.4
4.0
11.5
10.2
7.4
8.8
5.9
T2
17.5
13.5
4.1
11.0
10.0
7.0
8.2
5.6
T3
16.5
12.6
3.8
10.5
9.3
6.2
7.9
5.4
T4
16.5
12.5
3.9
10.4
9.6
6.2
8.0
5.5
T5
14.8
11.7
3.5
9.7
8.6
6.4
7.5
5.4
T6
14.9
11.4
3.4
9.5
8.5
6.0
7.5
5.2
T7
13.5
10.9
3.5
9.1
8.2
5.7
6.9
4.5
T8
13.5
10.8
3.4
8.7
8.0
5.6
6.8
4.5
单位
尺寸
表二// 现存者汈编钟（钮钟）尺寸数据表（单位：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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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2厘米，其他乐钟间差基本在 1～1.5厘米左
右，这样算来，每套钮钟序列内的数量应在8—12
件之间，依据铣长、铣间、鼓间或者舞修、舞广数
据也都可以得到几乎相近的结论。这是仅从编钟
尺寸上就可以得到的一个初步结果，即者汈编钟
应是由两组各8—12件的钮钟并辅以若干件镈钟
所构成的。
2.铭文排列方式
者汈编钟铭文自“唯越十有九年”起始，终于
“子孙永保”，全篇共 92字（不计重文符号），在钟
体上呈现出极有规律的排列方式，从而为推断其
缺失的编钟数量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图
一；表三）。
首先，者汈编钟的铭文书写顺序是从正面钲
部向左旋转，至正面左鼓部，再背面右鼓部、背面
钲部、背面左鼓部，最后终结于正面右鼓部。与新
近发现的湖北随州文峰塔M1编钟的铭文书写格
局是完全一样的，亦是春秋晚期之后最为流行的
编钟铭文排列方式，这一点王世民先生已经有很
好的论述［17］，兹不赘引。
同时，者汈编钟的铭文排列有“四字模式”和
“六—九字模式”两种，即依据钟体大小在每一面
上有 4字或 6—9字分布。在“四字模式”中，T3与
T4、T5与T6、T7与T8的铭文排列完全一致，同时
图一// 者汈编钟92字铭文摹本及两种分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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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钟体尺寸亦是基本相同，所以显然应
分属于两套钮钟序列；而这三组之间铭文又相互
衔接，尺寸上亦是依次递减，说明他们是同批设
计和铸造的成组乐钟。另从铭文格局上看，泉屋
小钟、T1与T2钟也应属于这一组别，只是中间暂
有缺环；“六—九字模式”目前仅见于泉屋大钟和
上博藏钟，由于泉屋大钟正面锈蚀严重，局部铭
文已基本不识，但从残存的文字布局来看，与上
博藏钟是完全一致的，而他们的钟体大小也趋
同，所以也应该是分属两套。
由此看来，者汈编钟的设计尺寸与铭文排列
方式之间是基本契合的，相似尺寸的编钟其铭文
排列布局也是完全一致，而铭文相互衔接的乐钟
其钟体大小也是依次递减［18］。这样，就可以从剩
余的 10件乐钟铭文布局来推断出此套者汈钮钟
的数量：其中T2至T8构成两列完整的铭文，所以
应是两组钮钟各 4件（暂残缺 1件）。从这里也可
以看出，保证长篇铭文的完整性是此套编钟设计
的重要原则之一（近似“王孙诰编钟”）；而泉屋小
钟与T1钟照此规律推算，恐怕也应该是两组各 4
件方能保证铭文完整。故宫藏钟在尺寸上与此组
最为接近，或许即是为了补足该组中的某件缺失
品。因此“四字模式”的编钟便共有两组各8件，而
“六—九字模式”的乐钟也同样分为两组，按每钟
最大 48字计，全篇 92字至少需要 2件乐钟，即，
“六—九字模式”的编钟至少为两组各 2件。综合
看来，者汈编钟应是一套两组至少各10件的钮钟
编列，这与依据尺寸数据所得出的复原结论是相
互吻合的。
3.编钟乐律
最后来看这套编种的乐律情况。日本学者高
桥准二已对其中的10件进行了详尽的测音，并以
F#为宫，将其复原成两组各 10件的钮钟序列［19］
（高文表三）。但其中许多音高数据明显与测音结
果不合，而且复原出的正鼓音与侧鼓音之间也缺
乏清晰的三度关系，对此高氏只能认为者汈编钟
多属明器，调音不准。此后，浅原达郎先生改以C#
为宫，并依照三度关系将其重新复原成两组各12
件的钮钟序列（表四）。
相较于高桥准二的复原方案而言，浅原氏的
复原虽然亦是建立在现有者汈编钟多调音不准
的前提基础上，但其能较好地兼顾正、侧鼓音的
三度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同时期的曾侯乙中
层1组甬钟（战国早期）和 羌钟（战国中期）的音
律结果较好地对应［20］，所以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而且从表中还可以看出，T3与 T4这两件相同尺
寸的编钟音高也基本相同，说明在最初设计时，
音高与编钟尺寸、铭文排列恐怕都是严格对应
的，只是由于铸造水平限制或长期流转磨损，才
造成了部分乐钟音色不准、难以合奏的情况。
编钟
泉屋大钟
上博藏钟
故宫藏钟
泉屋小钟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铭文排列
正面钲部
锈蚀
1—6
53—56
1—4
73—76
1—4
25—28
25—28
49—52
49—52
73—76
73—76
正面左鼓部
7—15
7—15
57—60
5—8
77—80
5—8
29—32
29—32
53—56
53—56
77—80
77—80
背面右鼓部
16—24
16—24
61—64
9—12
81—84
9—12
33—36
33—36
57—60
57—60
81—84
81—84
背面钲部
25—30
25—30
65—68
13—16
85—88
13—16
37—40
37—40
61—64
61—64
85—88
85—88
背面左鼓部
锈蚀
31—39
69-72
89—90
17—20
41—44
41—44
65—68
65—68
89—90
89—90
正面右鼓部
锈蚀
40—48
91—92
21—24
45—48
45—48
69—72
69—72
91—92
91—92
表三// 现存者汈编钟（钮钟）铭文排列方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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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无论是依据编钟的尺寸、铭文排
列方式，或是音律的复原结果，都可以发现，现存
的者汈钮钟应是一套由两组各 10—12件的编钮
钟组合而成的，同时搭配若干件的镈钟。虽然目
前确切的数量还无法确定，但已足以从乐钟制度
的角度来推定该组编钟的铸造年代了。
三、者汈编钟的年代
钮钟自两周之际出现后，历经春秋时代的发
展，至春秋中晚期阶段业已形成了独立而固定的
编列制度。今天，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梳理，已经能
够揭示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钮钟编列方式的
巨大变化，从而为推定者汈编钟的铸造年代提供
新的解决方案。
在一组完整的编钟内，钮钟依据组合方式的
不同可以区分为“单套钮钟”和“双套钮钟”两种
编列方式，二者的转变正在春秋战国之际。
1.单套钮钟编列
考古资料业已揭示，钮钟是在两周之际于甬
钟内“脱胎而出”，并从效仿甬钟的 8件一组发展
至春秋初年的 9件成编［21］。目前所见最早的钮钟
编列为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虢仲钮钟，为 8件
一组，仍沿用西周晚期以来的甬钟编列制度［22］。
至春秋早期后，山西闻喜上郭村M210、M211（晋
国大夫级别）中均随葬一列钮钟 9件，形制相同、
大小相次［23］。至春秋中期阶段，多数钮钟仍遵循
这一编列方式，如山东蓬莱柳各庄M6钮钟、山西
侯马上马村M13钮钟等，皆是9件一组［24］。这种单
套钮钟的编列制度一直延续至春秋晚期阶段。
从表五可见［25］，在春秋晚期阶段，无论是南
方的楚国、蔡国、吴国、钟离国，还是中原至北方
的晋国、许国、周王廷，乃至东部的寺国、莒国、鄅
国、徐国等国，均使用的是 9件一组的钮钟编列。
除个别边缘地区墓葬略有编列不全的情况外，其
制度的统一性是极强的。
2.双套钮钟编列
双套钮钟的编列方式目前最早出现于春秋
中期的郑国。在新郑乐器坑K1、K4、K5、K7、K8、
K9、K14、K16和新郑李家楼郑伯墓内均为镈钟 4
件、钮钟 20件，且分作三列陈设（镈钟一列、钮钟
两列各10件）［26］。但从春秋晚期的情况来看，这一
全新制度显然并未得到普遍推广，尤其是在南方
楚国、吴国等地都未见到这样的编列方式（这可
能与郑国国力的急剧衰落有关）。由此可见，春秋
时代的乐制变化主要集中在甬钟和镈钟之间，而
钮钟则主要承袭传统的乐钟制度。
但是，到战国时期，在河南洛阳及南方地区
率先见到了钮钟制度的革新，即同时采纳双套钮
钟来搭配镈钟成组的做法。如洛阳解放路战国中
期陪葬坑中即出土镈钟4件、钮钟两组各9件（共
18件），虽然未用钟虡，但在坑中摆放有序。镈钟
位于西南侧呈一列分布，中间隔以一件鹿角，鹿
角之东则是两列钮钟，而且这两列钮钟的大小递
浅原氏复原方案
复原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铭文排列
1—48
49—92
1—48
49—92
1—24
25—48
49—72
73—92
1—24
25—48
49—72
73—92
正鼓音
宫C5#
商D5#
角F5#
徵G5#
羽A6#
宫C6#
商D6#
角F6#
羽A6#
商D7#
角F7#
羽A7#
侧鼓音
清角F5#
徵G5#
宫C6#
清角F6#
徵G6#
宫C7#
清角F7#
徵G7#
宫C8#
对应编钟
泉屋大钟
泉屋小钟
T1
T3、T4
T5
实际测音结果
实有编钟
泉屋大钟
上博藏钟
故宫藏钟
泉屋小钟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实测正鼓音
C5#-18.0c
C2#-50.0c
D6#+24.3c
F6#-18.9c
G6#+48.9c
D7#+7.3c
D7#+41.1c
F7#+5.3c
G7#-17.7c
E7#-28.4c
G7#-2.3c
实测侧鼓音
E5#+27.8c
E2#-36c
F6#+5.6c
G6#-30.2c
A6#+39.0c
F7#-13.2c
F7#-24.1c
G7#-35.3c
B7#-47.8c
G7#+5.6c
A7#-0.6c
表四// 者汈编钟（钮钟）的实际测音结果与浅原氏复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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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次序正好相反（另见于王孙诰甬钟），应是意在
表明其是两列不同的编钟［27］。湖北枣阳九连墩M1
为战国中期楚国高级贵族墓葬（升鼎 5、子口鼎
7），据发掘者王红星先生介绍，北室出土编钟 34
件，“有上、下两层，下层甬钟一组12件，上层钮钟
二组各 11件”［28］。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墓为战国
中期晚段楚邸阳君潘乘夫人之墓，封君级别，东
室出土乐钟34件，其中钮钟两组各12件、镈钟10
件，分作两列悬挂于一具钟虡之上。钟架（M2︰42）
尚存，漆木质，单面双层，通高 123.5、通长 360厘
米，未见折曲。对其测音
结果表明，两组钮钟正鼓
音音列采用“咬合式衔接
法”，形成带有“商角”“羽
曾”“商曾”等偏音的七声
音列，使得编钟音域得到
进一步拓宽［29］。天星观一
号墓由于被盗严重，青铜
钮钟仅存有 4件，但钟虡
痕迹仍在，上有悬挂钮钟
的空孔22个，可见是一套
两组各 11 件的钮钟编
列［30］。
从这些例子（表六）可
以看出，双套等数钮钟成
组搭配的现象在战国早中
期的高等级贵族中已得到
应用，成为新的钮钟编列
方式，并使得编钟音域不
断拓宽。而且，这种编列方
式目前仅见于洛阳与南方
地区，皆与郑国毗邻，笔者
推测，其是在春秋时期郑国双套钮钟各10件的乐
制基础上发展而出的。与之相对的是，在战国时期
的北方地区，却仍然延续春秋以来旧有的钮钟制
度，如战国晚期的河北易县燕下都M16（燕国高级
贵族，9鼎）随葬镈钟10件（分为4、6两组）、甬钟16
件（分两组）、钮钟9件，皆为陶制明器［31］；山西潞城
潞河M7（战国中期 5鼎级别）随葬镈钟 4件、甬钟
16件（分 2组）、钮钟 8件［32］；山东临淄淄河店M2
（战国中期 7鼎贵族）随葬镈钟 8件（分两型各 4
件）、甬钟2组共16件、铜钮钟10件［33］。其他像山西
万荣庙前战国墓出土一套钮钟9件，山东滕州庄里
西村战国墓出土编钟4镈、9钮，山东阳信西北村编
钟5镈、9钮，山东诸城臧家庄编钟7镈、9钮等均是
以 8—10件单套成组［34］，并未见到双套钮钟的现
象，可见这一乐制主要在当时的南方地区，故能够
被越国贵族者汈所采用。
据此，者汈编钟以双套等数钮钟（各 10—12
件）来搭配镈钟的编列制度应是在战国时期出现
的新兴乐制，其铸造年代无疑在战国早中期。另
据最初收藏者陈介祺等记述来看，其中两枚乐钟
确定出于河南省境内，说明是战国时期的楚越战
争才造成了这套乐钟的流散，这在越王勾践时期
恐怕也是不大可能发生的［35］，所以编钟铭文“唯
编钟名称
山西临猗LC1号墓钮钟
山西临猗程村M2钮钟
山西侯马上马村M1004钮钟
山西屯留车王沟钮钟
山西长治分水岭M25钮钟
山西长治分水岭M270钮钟
山西长治分水岭M269钮钟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M1钮钟
山东莒南大店M1钮钟
山东莒南大店M2钮钟
山东长清仙人台M5钮钟
山东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钮钟
山东海阳嘴子前春秋墓钮钟
安徽寿县蔡侯墓钮钟
安徽蚌埠双墩M1钟离君柏墓钮钟
数量
9
9
9
9
9
9
9
9
9
9
9
9
2
9
9
编钟名称
安徽凤阳卞庄M1钟离君少子康钮钟
江苏六合程桥M1钮钟
江苏六合程桥M2钮钟
江苏邳州九女墩M3钮钟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钮钟
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钮钟
河南徐家岭M10钮钟（战国初年）
河南淅川和尚岭M2薳子受钮钟
河南淅川徐家岭M3钮钟
河南淅川下寺M10钮钟
河南淅川下寺M1钮钟
河南固始侯古堆M1番子成周钮钟
河南叶县旧县M4钮钟
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M8836
湖北枣阳郭家庙M30
数量
9
9
7
9
7
9
9
9
9
9
9
9
9
2
10
表五// 春秋晚期单套钮钟编列制度统计表（单位：件）
墓葬
新郑乐器坑
李家楼郑伯墓
洛阳解放路器物坑
九连墩M1
天星观M1
天星观M2
甬钟
12
钮钟
10×2
10×2
9×2
11×2
11×2
12×2
镈钟
4
4
4
？
10
年代
春秋中期
春秋中期
战国中期
战国中期
战国中期
战国中期
注：郑国夹处楚、晋之间，乐钟制度对于南方地区具有显著的影
响，故亦备列于此。
表六// 战国时期双套等数钮钟编列制度统计表（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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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十有九年”当指战国阶段的越王翳十九年，彼
时越国王位已呈不稳之势（越王翳后被太子诸咎
所杀），是以铭文中有“勿有不义”“诰之于不啻”
等敦敦训诫之语。
四、越国乐制的“二分现象”
从者汈编钟的铭文来看，这套乐钟是越人者
汈受到越王勉励、训诫后所作，无疑属越国青铜
乐器，虽然多有散失，但残存的乐钟音律仍清晰
可辨，说明其是按照实用乐钟来设计的。越国势
力衰微后，其被楚人所掳而携至楚国境内，也表
明这套乐钟可能并未被者汈家族埋葬而是长期
在者汈氏的宗庙里演奏（与越王勾践剑或有类
似）。此外，在被盗严重的春秋晚期印山越王墓
内，也曾出土了一件青铜乐器铎［36］，另外传世的
还有青铜质地的“之利（鼎盖）残片”“者尚余卑公
于即盘”“能原镈”“戎桓镈”等［37］，都表明春秋晚
期之后的越国其实是可以铸造并使用青铜礼乐
器的。
但是，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江苏无锡鸿
山，浙江海盐黄家山、长兴鼻子山、余杭崇贤战国
墓等越国土墩墓中也陆续发现了隶属越国的编
钟资料，只是皆以原始瓷或硬陶制成。将这两种
不同材质的乐钟相比较，便可以发现越国乐制中
可能存在的“二分现象”。
无锡鸿山土墩墓被推断为越大夫范蠡或文
种的家族墓地，仅次于印山越王陵一级。其中邱
承墩出土乐器最多，均为原始青瓷制成，包括甬
钟 26、镈钟 11、编磬 16件及其他句鑃、錞于等乐
器。26件甬钟可分为两型，10件采用虎形悬虫，16
件采用蛇形悬虫。老虎墩出土乐器包括原始青瓷
和硬陶两种质地，原始青瓷甬钟3件，硬陶乐器有
甬钟 8、镈钟 15、编磬 15件（句鑃、錞于等不再详
列）。8件甬钟依纹饰可分为两型，4件采用环形悬
虫，4件采用兽首形悬虫。万家坟出土乐器均为硬
陶质地，有甬钟24、镈钟16、编磬18件，24件甬钟
纹饰多样，1件已残。8件采用虎形悬虫，15件采用
环形悬虫［38］。
海盐黄家山土墩墓（5鼎级别）共出土甬钟
13、镈钟3或4件、编磬4件及其他句鑃、錞于等乐
器，均用原始瓷制作而成。甬钟按大小依次递减，
在墓内成列分布。钟体先用泥条盘筑法叠成圆筒
形，然后竖剖为两片，再拼合而成，显然是无法演
奏的［39］。长兴鼻子山土墩墓出土乐器包括原始瓷
与硬陶两种质地，原始瓷乐器有甬钟7件，环形悬
虫，纹饰略有不同（3+4两组），镈钟3件，编磬均为
硬陶质地，残存 13件［40］。余杭崇贤笆斗山战国墓
（3鼎级别）出土原始瓷甬钟 4件，分为两型，九棱
形甬管钟1件，圆柱形甬管钟3件。浙江温岭塘山
M1出土陶质镈钟3件，其中1件为硬陶，2件为泥
质红陶，钮钟 2件，出土时叠置在一起，另有陶质
编磬18件［41］。
从这些墓葬资料（表七）可以看出，越国贵族
并不使用青铜礼乐器随葬，而皆改以原始瓷或硬
陶制成，这是其与吴国葬制的重要区别，学者们
对此已多有论述［42］。而且这些原始青瓷或硬陶乐
钟皆空具形式，而实际上根本无法演奏，所以数
量、组合并无相应的规律和等差制度，与青铜乐
钟严格的编列方式截然不同。
而且，这些墓葬的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
到战国中期，与上述所列越国青铜礼乐器的年代
跨度相当，说明这种差异化的现象自春秋晚期以
来便是存在并延续的（春秋早中期情况尚不明）。
对此，笔者推测：在越国境内，可能仅有出自王室
的重臣贵族方能使用青铜乐器（者氏即出自越国
王室，详见下文），并参照周制、楚制而形成严格的
编列制度，依照音律要求来采用特定的数量、组
合；而其他非王室贵族仅能使用原始瓷或硬陶乐
钟，因为无需演奏所以数量、组合上不受音律限
制，仅依照身份差别而体现出数量的多寡而已。
从青铜剑铭来看，越王允常被称为“者旨”，
越王舆夷被称为“者旨于睗”，越王翳又称“者旨
不光”，越王翳之子称“者咎”，越王初无余称“者
差其余”，均是以“者”或“者旨”为氏的［43］，可见
“者汈”正与越国王室同气连枝，所以才能够铸造
如此厚重精美的乐钟。
五、结语
周代社会奉守“礼乐并重”的原则，是以各类
青铜乐钟盛行。与青铜礼器一样，编悬乐钟的形
墓葬
邱承墩
老虎墩
万家坟
海盐黄家山
长兴鼻子山
余杭崇贤
温岭塘山M1
甬钟
26
3+8
24
13
7
4
镈钟
11
15
16
3或4
3
3
钮钟
2
编磬
16
15
18
4
13
18
表七// 越国贵族墓出土原始瓷或硬陶钟磬统计表（单位：件）
97
者汈编钟与越国乐制
制、纹饰皆有其特定的时代性，故可成为编钟断
代的外在依据。但同时，乐钟使用又受到乐律的
严格限制，而“乐随世迁”，不同时代的乐律发展
亦存在其显著的阶段性，从而形成了不同形式的
乐钟组合，或称为“乐钟制度”，此亦是编钟断代
的又一重要手段［44］。
具体到者汈编钟而言，前贤郭沫若、陈梦家、
容庚、曹锦炎、浅原达郎等先生业已从编钟的形
制、纹饰对其年代进行了探讨，并与子璋钟、沇儿
钟、寿县蔡侯墓钮钟、固始侯古堆钮钟、臧孙编钟
等进行比较（形制、纹饰相近），但这仅能将其铸造
年代局限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阶段，而无助于
解决编钟铭文内“唯越十有九年”的争论。所以，本
文尝试从编钟尺寸、铭文排列方式以及音律安排
来推断出者汈钮钟应是由一组双套等数钮钟各10
—12件所构成的，再搭配以4或8件的镈钟。这种
乐钟制度不见于春秋晚期阶段，而盛行于战国中
期的洛阳及楚国境内。据此可以推定者汈编钟应
设计、铸造于战国早中期，是对楚国乐制的模仿，
“唯越十有九年”当指越王翳十九年。
古本《竹书纪年》和新出清华简《系年篇》对
于战国初期的越国史实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越人
曾分别于晋敬公十一年（越令尹，公元前441年）、
晋幽公四年（越王朱句十九年，公元前 430年）和
楚声桓王元年（越王翳五年，公元前 407年）三次
联合晋国一起征伐齐国［45］，皆取得了胜利，可见
这一时期越国国力仍然强盛，并与三晋、齐、鲁、
宋等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故能够参照周边地区
的新兴礼制铸造一定数量的青铜礼乐器。不过，
从《吕氏春秋·顺民》篇所记“齐庄子请攻越，问于
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
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陈奇猷
先生考证，齐庄子系指田庄子，是田和的父亲［46］，
那么这段对话当发生于越王翳在位时期，可见在
齐庄子看来，越国国势已有显著衰败的迹象，所
以越王翳伐齐之役也不再与齐国争强而最终接
受了齐国的请成［47］，这与者汈编钟铭文中所见到
的担忧无疑是相契合的。
既已判定者汈编钟属越国青铜乐器，便可以
进一步与无锡鸿山、海盐黄家山、长兴鼻子山、余
杭崇贤战国墓等越国土墩墓所出各类原始瓷、硬
陶编钟进行比较，无疑他们在乐钟制度上具有显
著的差异：青铜乐钟的使用存在制度性规范和乐
律限制，而原始瓷、硬陶编钟因其特殊材质而无
法演奏，所以数量、组合上并无定制，这是越国乐
制中的“二分现象”。目前所见越国各类土墩墓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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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diao Bell Set and the Musical System of the Yue State
ZHANG Wen-jie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Zhediao bell set is likely to have two groups of ringed bells (niuzhong), each with 10-12
bells, accompanied by several ritual bells (bozhong) according to the sizes and pitches of the bells and the ar⁃
rangement of the inscriptions on them. This arrangement of bells emerg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became popular thereafter, not seen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times. It is argued therefore
that the inscription“Year 19 of the Yue”(weiyue shi you jiu nian) should refer to the Year 19 of the King Yi
(393 BC)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King Goujian (478 BC)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mong the royal in⁃
struments of the Yue state unearthed so far, the Zhediao bells are a relatively intact set. A further examina⁃
tion on the bell set together with the Yue instru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Hongshan Site in Wuxi, Jiangsu
province, the Huangjiashan Site in Haiyan, Zhejiang province, the Bizishan Site in Changxing,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Warring States tombs in Chongxian, Yuhang, Zhejiang province indicates that a dichotomy
may have existed in the Yue state regarding the musical use of bells: the royal family used bronze bells fol⁃
lowing the system of the Chu state while ordinary aristocrats used celadon or hard pottery ones that could not
be played and lacked a system in arrangement.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bell
set’s owner Zhediao should be identified.
Key words: Zhediao bell set; King of Yi of the Yue; Yue State; musical system of b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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